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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十九大之后，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的新时代。如何实现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以及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是当前摆在我国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

题。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强调：“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

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树立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肩负起民族复

兴的时代重任。”①据此，我国音乐教育也理应顺

应历史潮流，坚定正确的文化立场，在新时代背

景下不断探索音乐教育的育人价值。

一、基础教育音乐课程目标的历史回顾
音乐育人价值的实现，有赖于音乐课程目标

的达成度，而音乐课程目标的达成，基础教育是

关键。要想厘清中国当代的基础教育音乐课程目

标应该体现怎样的文化立场，需要遵循历史发展

的逻辑，以史为鉴，必须从中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历

史背景中寻找智慧。所以，笔者通过简要梳理我

国近现代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史，并以“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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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标准”为切入点，大致厘清我国基础音乐教育

的发展脉络，便可从中看出音乐课程目标的历史

演变。纵观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基于中西文

化比较的视角，笔者将其划分为了三个时期，即以

中表西时期、以西表中时期和中西互表时期。

（一）以中表西时期

1861年，近代教育的开创者冯桂芬在其

《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

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提出了“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②随后，张之洞

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述了“中体西用”的

教育思想，主张各级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应以

‘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放在首位”，同时

“可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

和技术”。③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

堂”，明确将“中体西用”定为其办学宗旨。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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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国的音乐教育虽尚未独立分支，但教育的

总目标可理解为以中国纲常名教为本，辅以西

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

1904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和

荣庆等人于1903年奏拟的《奏定学堂章程》。这是

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课程标准”性质且在全国

实行的教育法令文件，其中明确规定了中小学的

具体学习要求。虽未独立开设音乐课，但将中国

古代诗歌列入了课程学习的范畴。文中提到：“外

国中小学堂皆有唱歌音乐一门功课，本古人弦歌

学道之意；惟中国雅乐久微，势难仿照… …以诗

歌为涵养大方，学中每日轮班歌诗… …以读有益

风化之古诗歌列入功课。”⑤除此之外，兴学者也

认识到了诗歌与音乐的相通之处：“七言绝句词义

兼美者、皆协律可歌，亦可授读，皆有合于古人诗

言志，律和声之旨，即可通于外国学堂唱歌作乐、

和性忘劳之用。”⑥按章程之意，学习古代诗歌的

目的在于陶冶身心、涵养德性，从而培养德行兼

备的人。音乐课程内容要以“中国雅乐”为主，对

于西方音乐的接纳仅为借鉴其课程形式而已。

1907年3月8日，清政府颁布了《学部奏定女

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

程》，正式将音乐课纳入课堂。并在《学部奏定

女子小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要学习“平易雅

正之乐歌”，音乐学习要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

道德。⑦课程目标中的以中表西立场不言而喻。

1912年9月和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相继公布

了《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施行规则》，“最先将

唱歌和乐歌分别列为小学和中学必修学科”⑧。同

年11月公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提纲挈领

地指出，在“教授各科时，常宜指示本国固有之特

色，启发儿童之爱国心、自觉心，并引起其审美观

念”⑨，同时明确了音乐课程的目标：“唱歌要旨，在

使儿童唱平易歌曲，以涵养美感，陶冶德性。”⑩

这些课程教授文件一以贯之体现了以中表

西的文化立场，且德育和美育思想初显，说明在19

世纪中叶至五四运动前期这段历史时期内，国人

⑤⑥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

学大纲汇编（音乐·美术·劳技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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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⑨⑩同注③，第4515；4088；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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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2017年，第2期，第42页。

⑫徐祖胜、杨兆山：《多元文化背景下教育改革的文化立

场分析》，《理论月刊》，2019年，第8期，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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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走向的转变》，《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34页。

⑭张穗宁：《历史视域下“新课标”的解读与思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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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国文化的固守和自信，以及对西方文化采取

相对抵制的思想态度。这从晚清大学士倭仁反

对京师同文馆试图聘请西人教学的态度中可见一

斑：“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尤以西人为教

习不可。”⑪这种自信，现在看来虽有些“盲目”的

意味，但坚守中国文化底线的立场值得肯定。随

着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人在这种复

杂的文化撞击中逐渐失去了自信，从而在文化立

场的选择上转为了强烈的文化自卑，这种对于中

国文化的否定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推崇，至五四

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⑫“这种文化自卑心理在

‘五四’时期就集中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

定，甚至产生了对民族文化的罪恶感和‘赎罪’意

识。”⑬这种意识反映在基础音乐教育领域，在课

程目标中也体现出了明显的以西表中立场。

（二）以西表中时期

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西方的乐理知识、

体裁、作曲技法等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由于这

种思想意识以及文化立场的转变，音乐课程标

准也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订。

1923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先后颁布了《小学

音乐课程纲要》和《初级中学音乐课程纲要》，在

教授歌唱的基础上加入了乐理、识谱和器乐等技

能性课程。这一阶段基础音乐教育课程的主要特

点和目的就是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音乐技能和技

法。⑭笔者认为，这也是我国音乐教育在西方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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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影响下“重技法”而“轻文化”的开端。

193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三篇音乐课

程标准，分别为《小学课程标准音乐》《初级中

学音乐课程标准》《高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较

之以往，本次修订在小学部分加入了乐器构造与

维修的相关内容，中学部分则进一步向专业化和

技能性发展，要求学生了解复杂的乐理与和声知

识、知晓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学会鉴赏歌剧和

交响乐，掌握固定唱名法和非固定唱名法等。⑮

1936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当时现行的音

乐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将小学段的课程标准

按学生年龄段进行了细化，分别颁布了《小学

低年级唱游课程标准》和《小学中高年级音乐

课程标准》；而中学段则变化不大，名称上仍为

《初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音乐

课程标准》。从小学段的情况来看，在名称上

将“音乐课程”改为了“唱游课程”，体现了当

时小学段的课程目标由“专业性”向“生活性”

的转变。正如课标中所说：“顺应儿童爱好游

戏的兴趣… …训练互助、团结、协作、服从等

精神”⑯，音乐的美育功能稍以展现。然而，本

次修订对中学段的教育目标却只作出了细微调

整，仅略微降低了技巧性的要求，但总体上仍

旧偏向专业化和技能化发展。⑰

1940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1936年版中学音

乐课标进行了修正，颁布了《修正初级中学音乐课

程标准》和《修正高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其中

对初中段的课程教学目标进行了修改，在上一版

的基础上增加了“灌输音乐知识，训练读谱能力”

一条，同时将“训练听觉，使有欣赏名歌曲之能

力”改为了“训练听觉，养成其辨别音质、音高、

强弱、节奏等能力”。⑱而高中段的变化则主要是

教学时间和频率有所增加。总体来说，1940年版课

程标准仍主要强调音乐技能的专业化。

1941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门根据1939年4月召

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之精神，将原有的初高

中合并，实行中学“六年一贯制”。⑲遂连同小学在

⑮刘昭：《析二十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

的发展沿革》，2014年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1–12页。

⑯㉑同注⑤，第36；68页。

⑰⑱⑳沈菡：《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普通学校音乐课程

标准研究》，2007年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第16–17；

26；27页。

⑲解亚：《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1922–1949）》，

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50页。

㉒同注⑫，第148页。

内重新制定并颁布了新的音乐课程标准，即《小

学音乐科课程标准》和《六年制中学音乐课程标

准草案》。仅从课程目标上来看，小学段在原有基

础上增加了“培养识谱能力… …鼓励其进取团结

的精神，以完成乐教的功能”⑳，中学段则无较大

改进，依旧以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为主。

194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全国中小学学

制进行了改革，将小学分为了低、高年级，中

学则取消“六年一贯制”，重新恢复为初中和

高中。同时相应地颁布了各学段的音乐课程标

准，即《小学低年级唱歌游戏课程标准》《小学

中高年级音乐课程标准》《修订初级中学音乐

课程标准》和《修订高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

就小学段而言，对低年级的教育理念回归至

“唱游”，课程目标中有了寓教于乐的思想，同

时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亦有所提及，如文中

所述：“促进儿童身体适当的发育… …培养儿

童康乐活泼的习惯和互助团结等精神。”就中

学段而言，除了在学时上对初中和高中有所区

别之外，教育目标上则强调乐理的重要性，以

及通过音乐的学习而增强集体荣誉感和爱国

精神。此版课标对音乐的德育功能有了些许侧

重，但是对于技能的要求仍显得过于专业，与

基础音乐教育的实际状况不符。㉑

从上述音乐课程标准所反映的事实来看，

随着“西化”思潮的不断深入，中国人从固守本

国文化传统转向了全面向西方学习。音乐教育

领域从最初向日本学习，到全面效仿欧美，中

国学人的文化立场从以中表西转变为了以西表

中。㉒所以导致了“重技法”而“轻文化”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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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音乐课程目标中对培养怎样的人却较少提

及。究其原因，显然是受到了以汉斯立克为代

表的西方自律美学的影响。这种陈旧的观点，

即便是在今天的欧美国家，也已被艺术教育界

的理论和实践所反思、更替。在此观点的影响

之下，也许会导致音乐和艺术脱离特定国家的

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

实际。反映在音乐教学中，就会导致师生对“音

乐”只关注声音，而忽略其内涵。因为西方观念

的“入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音乐教育就变

成了“为音乐而音乐”。虽然如此，但同时也应

看到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本阶段后

期，我国基础音乐课程中渗入了美育和德育的

内容，虽为泛泛而谈，但至少是有所关注了，预

示着文化立场上的中西互表时期的到来。

（三）中西互表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的确立，文化领域开始全面复苏，同时

也出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批判。音乐教育中的德育

美育功能凸显，从关注“声音”逐步转向了关注

“人”的发展，开始逐步走向了中西互表的时代，

基础音乐教育目标的确立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教育部

门便颁布了进入新时期后的第一个音乐课程标

准，即《中小学音乐课程暂行标准（草案）》。

其中，教学目标明确规定了音乐课程的开设不

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基本音乐技能，还要在教学

过程中传递乐观向上的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

原文如是说：“培养儿童正确的听音、发声、歌

唱、简单演奏等初步的音乐知识和技能… …培

养儿童活泼、愉快、热情、勇敢及‘五爱’国民公

德和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爱国主义思想

和感情。”㉓除此之外，教学内容中也重申了歌

唱教学所选用的歌曲须在歌词上反映出爱国主

义精神和高尚、正确的审美情趣。㉔此版本课程

标准无论是课程目标还是教学内容，均与旧版

存在根本性变化，一方面降低了音乐技能的要

㉓同注③，第4516页。

㉔同注⑮，第17页。

㉕马达：《二十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研究》，2001
年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91–192页。

求，另一方面加大了德育和美育的比重。教育目

标中更进一步地体现出新中国的教育思想，即

以德育为主，培养新中国的建设者。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音乐教育

思想也随之体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此时，教育

部先后颁布了《小学唱歌教学大纲（草案）》和

《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草案）》（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一部初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小学部

分的主要变化在于加大了歌唱教学的比重，约

提高至整个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二，且认为歌唱

乃解放儿童天性的主要手段，是美育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学部分仍然以歌唱教学

为主，同时辅以音乐理论和中西方音乐欣赏的

学习，并强调了与中学与小学的有效衔接，认为

音乐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良好的

促进作用。本次课标的修订注重了学生的天性

和音乐教育的一体化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成为音乐课程目标的一部分。

1979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停滞期

后，我国又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随着《全

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试行草

案）》的颁布，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再一次迎来了

蓬勃发展的契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的指导下，音乐的美育功能再一次得到

了肯定。教育目标的重中之重便是培养学生树

立远大的理想，在音乐的潜移默化中实现人格

的提升。但可惜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残

留问题，本课标在落实到各地教育机构的过程

中，并未得到良好的贯彻，音乐教育在整个国

民教育中仅占有极小的比重。㉕

当然，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音乐教育的发

展以及新目标的确立也并非是一蹴即至的。因此，

1982年，教育部分别颁布了《全日制五年制小学音

乐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和《全日制初级中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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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课程目标正如大纲中

所述：“音乐教育是进行美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是

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㉖

1992年，在之前的基础上，教育部相继颁布

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试

用）》和《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音乐教学

大纲（试用）》。其中首次有了“音乐课是九年义

务教育小学阶段的必修课”的提法，音乐教育的

学科地位得到了肯定。㉗虽然仍在强调美育的重

要性，但说法上已经从“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变为

了“德智体”全面发展，实际上对于美育的要求有

所降低，可看成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小插曲。

进入新世纪以后，教育部于2001年颁布了

《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这

是在以往基础上的实质性转变，旗帜鲜明地树

立起了“以审美教育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目标，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真正成为音乐教育的主题。

此外，在教学内容上也有所更新，其尤为明显的

是将教学内容清晰地分为了感受与鉴赏、表现、

创造和音乐与相关文化四个领域。㉘不仅注重了

音乐技法的传授，而且提出了跨学科的学习理

念，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2001年版课程标准实施了十年以后，为适

应我国教育改革深化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发

展要求，教育部于2011年正式颁布了《义务教育

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其中“前言”部分

开篇便点明了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为学生提

供审美体验，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开发创造性

发展潜能，提升创造力；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增

进对世界音乐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和理

解；促进人际交往、情感沟通及和谐社会的构

建”。㉙“课程目标”中则进一步明确了要通过

音乐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培

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终身学习的愿望，并最终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标志着我国基础音乐

教育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通过对上述文件的整理，不难发现，我国

㉖姚思源主编：《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献（1949—

1995）》，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㉗同注⑮，第24页。

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

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基础音乐教育的理念与目标已从盲目崇拜西方

的思想中解脱出来，逐步迈向了立足中国文化

本位的中西融合阶段。音乐课程目标中所反映

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随着我国经济、

文化事业的稳步前进和国际地位的明显提升，

教育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音乐的德

育和美育功能贯穿了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并随

着历史的推进不断强化。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

的素质教育大讨论，也是人们重新认识到音乐

育人价值的又一明证。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中

国人对于文化立场的选择也逐步走向了中西互

表的时代。虽然仍存在些许受自律美学影响的

痕迹，但毕竟已不再是主流。

二、当代文化立场的确立

我国基础教育音乐课程目标中所体现的文化

立场问题，一方面需要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寻根

溯源，以史为鉴，扬长避短；另一方面也需要结合

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的实际加以考量。基于对我国

基础教育音乐课程目标的历史回顾以及对当前创

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在当代文化

立场的选择中，必须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立

场。中国近代百余年的音乐教育发展，始终在

以中表西和以西表中的过程中艰难前进，首先

是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坚守心态，而后是受到西

方音乐文化的冲击后的“全盘西化”心态。人们

逐渐在中国音乐“落后”与西方音乐“先进”的

矛盾中陷入两难，一方面认识到西方音乐文化

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想要维持传统文化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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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在两者之间飘摇不定。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出现和传播，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指导思

想上的可能性。但是，以中国历史的发展实际

来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

程，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出现过教条主义的错

误经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才有了“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停滞期。改革开放后的实际经验告

诉我们，“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文化的时

代性和民族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充满生机活

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形态，从而为一

个半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冲撞交汇引出的传统

与现代、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文化话题提供了正

确的答案和实践的典范”㉚。所以，对于当代中

国而言，对于中国基础音乐教育而言，必须坚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立场不动摇。

其次是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地位的文化立

场。如上文所述，以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出发，

中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总体经历了

以中表西、以西表中向中西互表的转变过程。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仍然占据主

体地位，人们在固有的文化传统中表现出了强

烈的自信心态，以中表西思想深入人心。然而，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在对传统文化的普遍的

“鄙夷”声中，我国的音乐文化开始走向了“西

乐东渐”之路，音乐教育体系也在以西方模式

为蓝本的参照下纷纷建立，实际上就是以西表

中思想的体现。不容忽视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背

景下，五四运动也有其进步的一面，至少推动了

古老的中国向前迈进的步伐，其历史功绩不容

否定，但其最大的弊端却在于将“五四”之前的

中国传统文化统统称为“旧文化”，而将此之后

的文化看作是“新文化”，这种二元对立的新旧

文化观阻挡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㉛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如今文化自信的

提出，经过了上百年的发展，这个过程也可看作

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地位的重立过程。当今文化

领域的中西互表，实际上也是“中学为体、西学

㉚林默彪：《中西文化百年激荡的检讨与反思》，《理论学

习月刊》，1998年，第5期，第55页。

㉛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北京：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2页。

㉜方克立：《关于文化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

2006年，第4期，第17页。

为用”的另一种表述。借用方克立先生的总结，

在当代背景下，所谓“中学为体”，即“以有着

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

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

主体和接受主体”，而“西学为用”则是“以西

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

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㉜这种具有时代

意义的解释，与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思想

是显然不同的。这种解释，也就是笔者所说的

中西互表。这种立场，就是坚持中国文化主体

性地位的文化立场，是具有新时代意义的文化

自信的立场，也就是“中国立场”。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近现代基础教育音

乐课程标准的历史梳理，笔者发现，我国基础音

乐教育的目标和理念大致经历了从“片面育人”

到“全面育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不管是“采西

学”，还是当今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音乐

教育活动始终围绕着“培养什么样的人”而展开，

并一步步地走向完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经仔

细分析并反思过后，发现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始

终或多或少地存在“重技法”而“轻文化”的现

象。其中有历史的原因（参考前文所提及的1923

年版音乐课程标准），也有现实的因素（受西方

自律美学的影响较深）。总而言之，在当今社会

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基础音乐教育的有效实施，

根本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文化立场，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地位的文化立

场，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扎根中

国大地办学”是当前及今后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

不变宗旨，教育工作者们也应将此要求贯彻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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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教材建设中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子课题《音乐学科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大中小学音乐

课程一体化研究》（课题编号：VFA180003-07，

VFA180003-13）的阶段成果；课程教材研究所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研究成果；“大成国学基

金”资助成果。

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及领域，“结合现实考虑我国

的文化背景及发展状况和民族传统对音乐教育

的要求，就必然要关注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文

化传统，要顾及这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要体

现渗透其中的丰富的民族特色，并将这些要求

贯穿在教育过程中，通过教育造就有利于我国音

乐文化健康发展的新一代”，㉝进而真正实现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的目标。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
㉝刘沛：《音乐教育的目标》，《中国音乐》，1987年，第4

期，第4页。

责任编辑：田  林

（上接第92页）

身，在社会、文化、历史的更广泛的人文语境中

对音乐现象（主要是作品）进行分析和做出解

释。”㊳音乐脱离不了其相关的生存、发展语境

而孤立存在，当然在民歌的分析研究中也不应

将其完全分离、孤立开来，做到音乐形态分析

与音乐学分析相辅相成，这也是探究民歌“是

什么”到“为什么”的途径之一。

第三，政区边界并不完全等同于音乐文化

边界，但政区划分会对音乐文化在政区内部的

“整合”以及与政区外部的“分异”㊴产生一定

的影响。房县及所处的鄂西北地区在历史上曾

属不同高层政区管辖，且多处于高层政区的边

缘地带，这为该区域吸纳周边音乐文化提供了

便利，又因明清时期政区设置趋于稳定，“楚

调”“巴音”“秦韵”在该区域完成整合，最终

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所以，“‘房陵音乐文

化圈’的独立，是秦、楚、巴三种音乐文化整合

的分立”。㊵张晓虹教授在对汉水流域传统音乐

文化的研究中也提到：“汉水流域的音乐文化

受不同高层政区的影响，音乐风格在不同省区

各具特色。然细究下来，笔者发现真正使这一

区域传统音乐文化产生地域分异的关键因素实

为明清时期统县政区的设置。”㊶因此，对于政

区边缘地带民歌的研究，我们在思维观念上应

“打破”政区边界的局限，注重政区边缘地带

民歌及其文化与被政区划分所“割裂”开来的

周边地区的“横向”比较及历史渊源的“纵向”

追溯，从而呈现政区边缘地带民歌及其文化的

复杂性、交融性及独特性，但在进一步的研究

中又要把政区划分对于民歌及其文化的“分异

与整合”所产生的影响考虑进去。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2015年北京市属高等

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长城学者）

“中国民歌活态资料实地调查、整理与研究”；中

国音乐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建设—研究生培养—课

题制博士培养平台项目“长江中下游民歌区域性特

征研究”（项目编号：20191017／001）的阶段成果。

㊳姚亚平：《于润洋音乐学分析思想探究》，《音乐研

究》，2008年，第1期，第57页。

㊴“整合”与“分异”的概念主要参考：张晓虹：《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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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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